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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王卫平

摘 要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

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

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

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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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14年，公子光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一举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

阖闾上台时，吴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所谓“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

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 ［1］（P95）。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吴国的生存与发

展。为此，吴王阖闾向已被任命为“行人”、可以“与谋国政”的伍子胥再三请教，伍子胥提出了“安君理

民”的“治国之道”，其具体原则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 ［1］（P96）。经过短短几年的君臣同

心、励精图治，吴国经济发展，国力雄厚，取得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伟业［2］（P2177）。毫

无疑问，在吴国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伍子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虽然学界均认可伍子胥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目前有关伍子胥的研究中，一般只关注其

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而对其治国理政的思想与行为则基本没有专门论述。事实上，伍子胥在治国理政

方面的思想与行为，在先秦时期的众多政治人物中颇具典型性，值得深入挖掘。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汉墓中发现了竹简《盖庐》，引起学界的关注，2003年以

后相继被整理出版［3］［4］［5］。尽管《盖庐》被视为兵学著作，但其中保留了一些伍子胥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

为本专题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素材。

治国理政思想涉及国家日常事务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春

秋时期，适应各诸侯国自身的特点，其思想体系的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吴国偏处东南一隅，被中原人

视为“荆蛮之地”，文化相对落后。而且，吴国虽然建立较早，但长期默默无闻，一直到公元前585年寿梦

称王才引起周天子和诸侯们的注意。在吴国崛起的过程中，齐国、晋国、楚国相继称霸，众多小诸侯国均

要依附于大国才能生存。因此，吴国崛起之时，面临着西部楚国强邻的威压，不得不以武立国，而武力又

以经济为基础。所以，吴王阖闾上台后，伍子胥提出的“安君理民”之术，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诸多

方面。

一、顺应天道，和谐自然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时期广泛盛行的天道观由西周时期流行的天命观发展演变而来。春秋

时期，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天命属周”的观念发生动摇，周天子的神圣性遭致质疑，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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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转移到诸侯身上；二是传统的天命观本就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内容，天命与德行相联系。春

秋时期的天命观更强调如《左传》所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

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

紧” ［6］；三是天道观逐渐取代天命观，成为时代的流行观念。而相对于天命观，天道观的内容更为丰富，

既指天象运行的自然，又以人事说天道，“甚至以人的政治特别是道德联系天道为说，是春秋时期天道观

最常见的内容” ［7］。从《盖庐》一书可以看出，伍子胥非常强调“天道”，当吴王阖闾问其“凡有天下，何毁

何举，何上何下？治民之道，何慎何守？使民之方，何短何长？盾（循）天之则，何去何服？行地之德，何

范何极”等问题时，伍子胥认为“凡有天下，无道则毁，有道则举。行义则上，废义则下。……循天之时，

逆之有祸，顺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时则岁年熟，百姓饱食；失时则危其国家，倾其社稷”［5］（P161）。意为

君主拥有天下，必须按天道去做，无道会灭亡，有道则会兴旺；按照“义”（道义、规范）的原则行事就会蒸

蒸日上，否则会趋于衰落；应该顺应天道法则，逆天而行会有灾祸，顺天而行则能得福；还要顺应大地的

规律，按照农时节律就会年成丰熟，百姓能够饱食，违反农时则会危及国家、倾覆社稷。在这一段问答

中，伍子胥一再要求“顺天之时”“顺天之道”，认为“乱为破亡，治为人长久”。根据《盖庐》内容的判断，学

界或认为伍子胥是一位杂家。作为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在儒、法诸家尚未正式出现的情况下，很多人包

括伍子胥的思想均会表现出杂家的特点。而从《盖庐》《越绝书》等多种文献记载来看，伍子胥的兵阴阳

家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在春秋晚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诸子百家中，儒、道诸家均有追求与自然万物和谐共

生的思想表述，但相对而言，阴阳家更为强调“天人合一”理念，追求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共生。司马迁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论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

则亡。未必然也……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

顺，不可失也’。” ［2］（P3290）这说明阴阳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特征，是其四时教令观念，“阴阳家对于每月

的天象变化、物候变化及其节气变化都有那个时代很具体的描述，这便是当月的生态变化及其特征。然

后以此为根据，具体规定宜行之事与禁忌之事，这又是当月人事活动的生态律令。在阴阳家看来，四时

教令作为‘天道之大经’的体现，其性质是客观的、必然的，任何人（包括帝王君主在内）都不能抗拒。所

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督促人们去遵循四时教令”［8］。伍子胥显然熟知阴

阳五行学说，《越绝书》卷十二《外传记军气》中有一大段伍子胥“相气取敌”的记载，其中“夫圣人行兵，上

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义合乃动，见可乃取”的说法［9］（P86），便是阴阳家所强调的“天人合

一”之义。在《盖庐》一书中，更多次提到为政、用兵之法，如“顺天之时”“用天之八时”“从天四殃”“左太

岁、右五行可以战”“四时五行，周而更始”“四时之道”等等。在为政及用兵过程中，极为重视顺应天时、

和合自然、阴阳变化，表现出天地自然与人事共荣共生的和谐观。

二、德政为首，刑罚为辅

现有研究表明，作为伦理意义上的“德”形成于西周初期。西周统治者总结夏商执于天命而轻视德

的教训，将天命与德统一起来，以德配天，认为恭行德政是顺从天命的前提，治民以德，明德慎罚，民众才

能顺服。西周宣王时期的《师询簋》追述了文王、武王以德配天、拯救殷民的功绩，特别强调了只有以德

施政才能秉承天命，如果失德，君主就会失去君位，国家也会出现混乱。至于“德”的含义，按照著名学者

晁福林先生的考察，包括了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及恭祭先祖五个方面［10］（P105）。 《尚

书·康诰》所记周公所谓文王以“明德慎罚”而“造周”，是最早对德法关系的论述。所谓明德，即主张德治

教化、感化民众，使天下臣服；所谓慎罚，即主张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和宽缓，而不应用严刑酷罚来强迫

民众服从。明德离不开慎罚，刑罚是实现德治的保证。这种明德慎罚思想，对西周及以后中国历代王朝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伍子胥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深受明德慎罚思想影响，因此在与吴王阖闾的问答

中提出“治民之道，食为大葆（宝），刑罚为末，德正（政）为首” ［5］（P161），并在十条“救民”的具体措施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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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救乱”的具体措施中予以体现，如对于那些“贵而毋义、富而不施者”“不孝父兄、不敬长傁者”“不兹穉

弟、不入伦雉者”“常以夺人、众以无亲、喜反人者”“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等等不德之人，均要“攻之”［5］

（P167），即予以打击。伍子胥的“德主刑辅”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近代著名学者杨鸿烈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认为，“德主刑辅”思想源自先秦儒家，“是春秋孔子、战国孟子以来儒家一贯相承

的学说” ［11］（P12）。至少从现有资料来看，伍子胥作为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其思想主张也对儒家思想的形

成有所贡献。

三、爱民安民，关爱民生

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一般认为周公已认识到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

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步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春秋时期重民思潮再度兴起，众多的官员士大夫

都强调“民”的重要性，如春秋前期相齐的管仲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国之

兴亡系于民心向背［12］（P2）；略早于伍子胥的齐相晏子要求“以民为本”，认为“其政任贤，其行爱民”“意莫

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13］（P154，215）；与伍子胥差不多同时期的陈国大夫逢滑说，“国之兴也，视民如

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14］（P363）；孔子也强调要敬民、信民、爱民、富民，如《论

语》中多次提到的“民无信不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百姓足，君孰与不

足”等等。而伍子胥也极为重视民的作用，提出“治民之道，食为大葆（宝），刑罚为末，德正（政）为首”，养

民是第一位的，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保证老百姓的生存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德主刑辅”不过是统

治手段而已。因此，驱使民众的正确方法，应将民众利益置于优先考虑，所谓“安之则昌，危之则亡，利之

则富，害之有央（殃）” ［5］（P161）。这一思想与《管子》所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

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12］（P2）是一脉相通的。正因为伍子胥主张爱民安民，故对于那

些“常以夺人”者、“赋敛重，强夺人者”、“刑正（政）危，使民苛者”等害民、无德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唯其

如此，《越绝书》中称“子胥居吴三年，大得吴众” ［9］（P7），“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未有死亡之失” ［9］

（P24）。

基于爱民保民的理念，对于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伍子胥感到极为痛心，并尽可能予以抚慰，

《越绝书》卷九有谓：“夫有勇见于外，必有仁于内。子胥战于就李，阖庐伤焉，军败而还。是时死伤者不

可称数，所以然者，罢顿不得已。子胥内忧：‘为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责内伤，莫

能知者。故能操死持伤及被兵者，莫不悉于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 ［9］（P70）。通过关爱民生的

方法，伍子胥赢得了吴国的民心。

值得注意的是，伍子胥坚决反对国君为贪图享受大兴宫室台榭并因此而重征百姓力赋的行为，即所

谓“国□室毋度，名其台榭，重其正（征）赋者，攻之” ［5］（P167），认为这是一种乱象。在谏阻吴王夫差发动

伐齐之战时，伍子胥以楚灵王建筑章华台导致“罢弊楚国”的历史教训，批评夫差“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

苏（即姑苏台）”的行为［15］（P599）。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谏言，“好起宫室，用工不辍”，在越国的蛊惑下，

大造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五百里”，结果使得“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绝嗟嘻之声，民疲士

苦，人不聊生” ［1］（P349），民怨沸腾、民心乖离。这是导致吴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举贤与能，强调官德

国家昌盛，惟赖人才。早在商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诗经·大雅·文王》说“济济多

士，文王以守”；尤其春秋以来，人才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管子》有谓：“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12］

（P82）。由此导致各类人才流动加剧，并且根据各诸侯国的治乱兴衰而出现了“楚材晋用”或发达国家人

才向欠发达以及偏远国家流动的趋势，吴国的伍子胥、孙武等以及越国的范蠡、文种等即由楚、齐等国流

亡而来。《左传》昭公七年夏四月，晋国士文伯论政时说，“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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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5）。为政的第一要务是择人，即选拔人才。这一点在吴国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楚臣子西评论吴王

阖闾“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 ［15］（P579）。由此善用伍子胥、孙武等人才，成就“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

服越人”的宏业［2］（P2177）。在吴国求才过程中，伍子胥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伍子胥的推荐，公子

光才得到勇士专诸的帮助，通过刺杀吴王僚而夺取王位；也是因为伍子胥的因人而用，通过要离刺杀政

敌庆忌，吴王阖闾才巩固了王位；伍子胥举贤与能的表现，更为典型地反映在举荐孙武方面。按照《吴越

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与吴王阖闾讨论军事时，一日“七荐孙子”。其始，吴王以为伍子胥“托言进士，欲

以自纳”，待其召见孙武“问以兵法”，才发现孙武确具旷世之才。而当孙武后宫练兵、斩杀吴王宠女，致

使阖闾大为生气、欲弃孙武而不用时，又是伍子胥出面劝谏，晓之以“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

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的道理，才使吴王霍然醒悟，任孙武为将军，从而

取得“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战绩［2］（P2162）。

对于官员，伍子胥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他自己律身甚严，不仅个人才能突出，所谓“胥为人，少

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能成大事” ［1］（P65-66），而且始终将忠信诚敬、为国爱民放在

首位，自谓“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则不得为先王之老臣” ［9］（P36）；吴王夫差尽管不再信任伍子胥，

但仍肯定其为“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 ［9］（P37）。《越绝书》中有一段话对伍子胥的个人品格作了较

为全面的总结：“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躯切谏，亏命为邦。爱君如驱，忧邦如家。是非不讳，直言不

休。庶几正君，反以见疎” ［9］（P44）。时人以“圣人”“贤人”称之，前者颂其德，后者赞其能。对于他人，伍

子胥也极为强调道德品行，在答吴王问时，要求为吏者正直守法、为民者孝悌平和，所谓“为吏不直，狂

（枉）法式，留难必得者，攻之”“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攻之”“不孝父兄，不敬长傁者，攻之”“不慈穉弟，

不入伦雉者，攻之”，等等［5］（P167）。当然，在识人用人方面，伍子胥也有失误的时候。如当阖闾谋立太

子时，伍子胥极力推荐夫差，阖闾认为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而伍子胥却强调“夫差信以

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父死子代，经之明文” ［1］（P158）。最终说服了阖闾。其中，夫差为前太子之

子，或许是伍子胥拥立他的根本原因，但其另一个理由则明显偏于道德品性。然而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

看，伍子胥的判断是存在问题的。而在伯嚭的任用问题上，伍子胥也被个人情感所左右，重其才而忽其

德，最终酿成伍子胥个人乃至吴国的悲剧①［16］（P64-71） ［1］（P107）。

五、发展经济，轻赋缓征

伍子胥在治国方略中明确提出“实仓廪”的主张，但其具体实施情况史籍中记载不多。《盖庐》中有

“治民之道，食为大宝”的建议，说明他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以保证百姓的物质生活。事实上，吴国能在伍

子胥辅政后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发起对强大楚国的总攻，应与经济发展、国力上升的背景紧密相关。从相

关史籍记载可知，吴国粮食储积充足，畜牧饲养业有了较大发展，丝织、造船、青铜冶铸业发达，这是吴国

敢于争霸的前提和基础条件。《越绝书》卷十称：“昔者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其

民习于斗战。阖闾□剬子胥之教，行有日，发有时” ［9］（P73）。说明夫差统治时期吴国经济的昌盛与伍子

胥此前的努力密不可分。

吴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有各种原因，但社会秩序稳定、赋税较轻且缓征无疑是重要方面。《盖庐》中伍

子胥提出了很多社会治理的主张，如对为人不正、富而不施、不讲伦理、“不喜田作”、“常以夺人”等行为

均应严厉打击，对于“赋敛重，强夺人者”“缓令而急徵”的举措坚决予以反对 ［5］（P167）。

作为关爱民生的一个方面，伍子胥重视市场管理，维护商业秩序，主张买卖公平，对于强买强卖及欺

诈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所谓“商贩贾市，约贾（价）强买不已者，攻之” ［5］（P167），并将其视为“救民道”的一

① 伯嚭的才能及其对吴国的贡献不应否定，但在向吴王阖闾引见伯嚭时，尽管伍子胥挚友被离指出伯嚭其人“专攻擅杀之性，不可亲也”，而伍子胥

“不然其言”，对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伯嚭抱着“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同情心而予以推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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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手段。

六、“从近制远”，破楚服越

关于伍子胥的军事思想，学界更多地关注体现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方面。实际上，伍子胥的战略思

想比较明晰，并贯穿于吴王阖闾统治期间。

吴国的战略目标可以用“破楚服越，北威齐晋”加以概括。其中“破楚”居第一位，“服越”居第二位。

为什么吴国将“破楚”立为争霸战争的第一目标呢？有人认为，其原因是作为决策者之一的伍子胥欲报

楚国的灭族之仇，而吴王想要笼络伍子胥，也有为其报仇的想法。其实不然。这可以从《越绝书》卷一

《越绝荆平王内传第二》中的一段记载得到反映：“子胥居吴三年，大得吴众。阖庐将为之报仇，子胥曰：

‘不可。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于是止” ［9］（P7）。说明吴楚之争并非伍子胥出于私心，其真实原因乃

在于“破楚”是吴国自吴王寿梦以来的基本国策。

吴国与楚国的关系，始见于公元前601年。《左传·宣公八年》有楚国军至滑汭“盟吴、越而还”的记载。

但是，这样的平衡关系并未延续多长时间，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上台以后，即建立晋吴联盟，采取联晋

制楚的政策，由此拉开了吴楚争霸的序幕。从公元前584年“吴始伐楚”至公元前546年弭兵之会近40年

间，吴楚交战即有十次之多，连吴王诸樊也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送命。其后，吴楚之争持续不断，互有胜

负。可见，吴、楚成为宿敌，“破楚”已成为吴国几代国王的使命。阖闾上台后，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伍子胥

提出的“从近制远”的基本原则［1］（P96），从吴国周边开始，逐步走向中原舞台，“破楚服越”即是这一原则

的体现。

“破楚”是吴国既定战略目标，“服越”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在于楚越具有姻亲关系，是同盟之国；

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吴、越两国同土共壤，难以并存。伍子胥对此有着极

为清醒的思考与分析：“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

为咎” ［9］（P43）； “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

可改于是矣” ［15］（P633）。这样的认识，不止于伍子胥，作为吴国对手的越国大臣范蠡同样如此，他认为

“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 ［9］（P49）。所以，吴越相争，不可避免。

在阖闾统治时期，吴国按照伍子胥的战略思想逐步实施，在不断削弱楚国的基础上，于公元前506年

兴兵攻楚，五战五胜，攻破郢都，解除了来自西边楚国的威胁，给长达80年之久的吴、楚之争画上了句号。

《史记·伍子胥列传》称：“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被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2］（P2177）。伐

楚归来后，吴国又发动了春秋末期最为激烈的争霸战争——吴越争霸，虽然吴王阖闾命丧于此，而在伍

子胥的精心策划下，吴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由于吴王夫差的战略失误，使得吴国功败垂成，最

终被越国所灭，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伍子胥生活的年代约略与孔子同时，他们面临的都是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有作为的政治

家和思想家无不在考虑、探求甚至试行各种治国理政的方略。春秋后期又是诸子学说的形成时期，道

家、儒家、阴阳家学说已经出现，墨家、法家等学说也已萌发生长。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理政的理念、方

法方面多有差异，但在遵循天道、德刑并重、注重民生、重用人才等方面却颇为一致、大同小异。但是，伍

子胥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们纸上谈兵、提出治国思想以供感兴趣的诸侯国当

政者采用的情况不同，伍子胥还是一个位高权重、深得吴王阖闾信赖倚重的大臣，其思想主张能够在吴

国得到贯彻执行。从其治国理政思想主张及其在吴国的实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伍子胥在吴国的改革

对于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具有先导的意义。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的提出并付诸实践，给吴国社会、经济

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吴国社会相对安定，民众安居乐业，所谓“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未有死

亡之失” ［9］（P24）；吴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从而为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越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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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谓：“吴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齐楚，诸侯莫敢叛者” ［9］（P2）。这也正是偏处一隅的吴国敢

于挑战强国并成为诸侯霸主的根本原因。伍子胥由楚奔吴，在吴国这个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

之地提出了足可媲美于中原地区政治家、思想家们的治国理政思想主张，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统

一性、包容性与创新性。他所提出的顺应天道、德主刑辅、关爱民生、举贤与能、轻赋缓征等治国理政思

想主张，对于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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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Zixu'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Governance

Wang Weiping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Wu Zixu（伍子胥）wa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and military strategis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ut also a thinker, who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 in state 

governance, including conforming to Tiandao（天道，Heaven's Law） and harmonizing with nature; ethical 

management as the first, punishment as a supplement; loving the people and appeasing them, caring about life 

and livelihood; raising the wise and capable, emphasizing official's morality; developing the economy, light‐

ening the tax and easing the levies; using a strategy of "ally the near to control the far"（从近制远）, he aimed 

to break the state of Chu and make the state of Yue submissive. Wu Zixu put all these six tactics into practice 

in the state of Wu（吴国）, which brought about profound soci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changes and laid a rel‐

atively strong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state of Wu's later pursuit in the war for hegemony.

Key words Wu Zixu; state of Wu;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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